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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与动因∗

蒋芳菲

内容提要：文章将 “信任赤字”定义为合作中信任供不应求的状态，并

尝试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究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 “信任赤

字”的演变过程、主要影响因素及其权重差异，从而为破解这一问题提供了

一种新的思路和视角。文章认为，不同程度的 “信任赤字”实际上长期存在

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各个历史阶段，且近年来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究其

根源，这是东亚地区长期以来信任需求较高和信任供给不足两方面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应归咎于缺乏合适的目标设置、缺乏值得信任的制度规范，以

及主要成员对美国的双重不对称依赖等一系列因素的长期影响，尤其是近年

来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和中国迅速崛起等耦合性因素所引起的 “叠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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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年来，随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面临种种困境，主要成员①之间的相互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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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中，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成员一般特指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十国 （10+3）。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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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亚太》2022 年第 6 期，第 64～97 页。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Bimonthly）

—46—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 “信任赤字”：演变与动因 □ 

忌、防范、隔阂和误解明显增加，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 “信任赤字”已成

为影响东亚地区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推进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主要障碍之

一。① 20 1 9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的致辞中指出，
日益突出的 “信任赤字”是当今国际社会亟须破解的 “四大赤字”之一。②

然而，究竟什么是 “信任赤字”？ 为什么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会面临日益

严峻的 “信任赤字”问题？ 遗憾的是， “信任赤字”虽被国内外学界、媒体

界频频提及，也引起了国内外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但专门针对这一概念的理

论探讨和政策研究仍很不充分。既有研究不仅对 “信任赤字”的理解较为模

糊和混乱，对其原因的分析也比较片面和笼统，无法对上述问题提供令人满

意的答案。鉴于此，本文将对 “信任赤字”的定义与成因展开更加系统深入

的理论探讨，尝试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构建本文的理论分析框

架，并根据这一框架探究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 “信任赤字”的演变过程、主

要影响因素及其相对权重，从而试图为破解上述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

视角。

二、文献综述

（一）学界关于 “信任赤字”的研究现状及其不足

社会科学领域针对信任问题的系统性理论研究最早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

代至 70 年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随后迅速扩展到组织管理学、政

治学等其他学科，并于冷战结束后逐渐走入国际关系学者的视野。然而，尽

管信任问题引起了多个学科的研究兴趣，但不同学科对信任的定义、内涵、
功能、来源、变化，及其与合作/冲突之间关系等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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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阐释，① 并逐渐形成了理性主义、社会心理学以及综合/分析折中主义三种

不同的研究路径。② 这既反映了信任概念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也充分

凸显了既有研究中信任概念的 “模糊化”与信任研究的 “碎片化”等

问题。③

在信任问题这项庞大的研究议程中，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 “信任赤

字”的关注与日俱增。但受到信任概念 “模糊化”与信任 研 究 “碎 片

化”的负面影响，既有研究对 “信任赤字”的理解也十分模糊和混乱，
兼具系统性与理论性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作为一个学术概念， “信任

赤字”至今尚无明确定义，遑论对其内涵、成因，以及解决方案的系统

性理论阐释。
在既有研究中，国内外学界对 “信任赤字”的理解主要有以下三种代表

性观点：一是认为 “信任赤字”是被创造出来的一个 “名不符实”的概念，
因为国家之间相互信任的最低水平是毫无信任，即信任度为零。零信任已经

是信任的最低水平，不可能出现负数，那么 “赤字”便无从说起。④ 二是将

“信任赤字”理解为小国对大国、公众对政府，或受权者对掌权者猜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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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信任问题的主要研究路径参见 Zhou Yi，“State-society Interdependence Model in Market

Transition：A Case Study of the ‘Farmers’City，In Wenzhou the Early Reform Era”，J 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81，No.22，20 1 3，pp.47 6-498；曹德军：《国家间信任研究的路径比较：
从博弈论到社会网络分析》，载 《太平洋学报》2010 年第 9 期，第 3 8～50 页；王正：《信任的求索：
世界政治中的信任问题研究》，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 1 7 年版。

Roderick M.Kramer and Roy J.Lewicki，“Repairing and Enhancing Trust：Approaches to
Reducing Organizational Trust Deficits”，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Vol.4，No.1，

201 0，pp.245-277.
阎学通：《创建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及其效果》，载 《国际政治科学》201 7 年第 3 期，第 4～

7 页。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 “信任赤字”：演变与动因 □ 

虑、缺乏信任的状态。① 三是将 “信任赤字”理解为行为体之间 “互信流失”
“信任破裂”、相互猜忌与防范心理加深的表现。②

本文认为，这三种对 “信任赤字”的理解都有一定偏差，且都存在将

“信任赤字”与其他相关概念混为一谈的问题。其中，第一种观点之所以认

为 “信任赤字”不具有自主性，甚至都不具有存在的意义，是因为它完全混

淆了 “信任赤字”与 “互不信任”这两个相关却不同的概念。笔者认为，互

不信任的国家之间并不一定存在 “信任赤字”，“信任赤字”的出现也不一定

意味着国家之间毫无信任。另外，信任与不信任是一种相对概念，两者是一

个连续谱上的变量，而不是常量。③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国家间信

任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并不存在完全的信任或不信任，

因此，“信任度为零”的说法也值得商榷。④

第二种观点虽然承认 “信任赤字”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但它同

样将这一概念片面地理解成了 “不信任”或 “信任缺失”的同义词，并存在

将 “信任赤字”常量化、常态化的问题。不仅如此， “信任赤字”并不都是

因为权力不对称所引起，也不只存在于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中，更不仅仅意味

着权力弱势方对强势方单向的不信任。这种观点过于强调了权力强势方对于

“信任赤字”的影响，而相对忽略了权力弱势方的主观能动性和双方的互动

过程，因此也存在较大片面性。
第三种观点虽将 “信任赤字”视为一个具有自主性的变量，但它只是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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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地将 “信任赤字”与 “互信流失” “信任破裂”等概念等量齐观，这种理

解也存在一定的偏差。尽管互信流失或信任破裂可能引发行为体之间的 “信
任赤字”，但在行为体之间信任状态/程度不变，甚至信任有所增强的情况

下，同样可能出现 “信任赤字”问题。
鉴于此，本文将尝试对 “信任赤字”的内涵与成因等问题进行较具系统

性的初步理论探索，以期抛砖引玉。
（二）学界对东亚 “信任赤字”成因的代表性解释及其不足

尽管目前鲜有文献专门针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 “信任赤字”问题进

行研究，但已有不少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尝试对东亚 “信任赤字” （或成员间

互信缺失、互信不足、互信流失等问题）的成因给出了一些不乏启发性的解

释，其中包括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历史遗留问题、地区领土争端、政治体制或意识形态

差异等因素是导致东亚各国之间始终缺乏互信、长期存在 “信任赤字”问题

的根本原因。① 不可否认，这些因素会增强东亚国家间的不信任感，制约它

们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与发展，从而也可能引起 “信任赤字”问题。但这一

观点最大的问题在于将东亚国家间的信任状态常量化、常态化。如果成员之

间因为这些因素而始终缺乏互信，那么，它们之间长期存在的 “信任赤字”
便只能看作一个 “常量”，又如何能够日益凸显并影响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

变化？ 因此，这些因素虽然重要，但并不足以解释不同历史阶段内东亚国家

间信任状况的变化，以及区域经济合作中 “信任赤字”严重程度的差异。
第二种观点认为，东亚成员之间的信任不足主要归咎于各国的安全意识

错位或强烈的本体性安全需求，强调了国家安全认知与国际秩序在信任生成

过程中的重要性。② 不可否认，安全因素 （包括国际/地区安全环境、国家对

彼此的威胁认知等）不仅会影响国家承担信任风险的能力和意愿，也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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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对彼此能力和意图可信赖性的评价，① 从而可能成为阻碍成员间建立和

增强信任关系、引发东亚 “信任赤字”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仅从这

个角度来理解国家间信任生成与东亚区域合作中的 “信任赤字”仍存在一定

的片面性。一方面，即便是在本体性安全需求不强、对彼此的安全认知没有

偏差的情况下，国家之间也不一定能够建立并不断增强互信，且依然可能出

现 “信任赤字”问题。另一方面，在国际秩序/外部世界不够安全可靠的情

况下，强烈的安全意识或本体性安全需求不一定会阻碍国家间信任的建立和

发展，也有可能导致东亚各国更容易为了应对共同外部威胁而增强互信与

合作。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的迅速崛起及其在应对中美战略竞争、解决地区

领土争端等问题上日益 “自信、强硬 （assertive）”的态度是导致东亚成员间

战略互疑不断上升、“信任赤字”日益凸显的主要原因。② 首先，近年来中国

的迅速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对地区经济结构、权力分配、安全局势，乃至整个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都产生了一系列深远影响，因此的确可能成为影响东亚区

域经济合作中 “信任赤字”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这一问题并非在中国崛

起后才出现，且在冷战结束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崛起与东亚区域经济

合作的迅速发展几乎同步发生，这些都说明中国崛起并非引发东亚 “信任赤

字”、阻碍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根源。其次，“信任赤字”是多个成员之间长

期互动博弈的结果，该观点过于夸大了中国因素对成员间信任状况与区域合

作进程的影响，而相对忽略了美国与其他成员的政策行为对中国外交政策和

地区国际格局的深远影响。最后，这一观点暗含了一个前提假设，即中国必

将以对东亚各国 “有害的”方式来使用它不断增长的实力。③ 但实际上，迅

速崛起的中国也有可能成为破解东亚 “信任赤字”的关键积极因素。因此，
将崛起国意图的不可信赖性视为常量，也是这一观点的主要缺陷之一。

此外，还有一些文献指出，美国因素的干扰、领导权之争、缺乏文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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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因素是导致东亚成员间缺乏互信的主要原因。① 这些研究虽为我们理解

东亚 “信任赤字”问题的成因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视角，但也都存在论述不充

分或解释力不足的问题。②

本文认为，既有研究之所以都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主要有三个原

因：其一，由于大部分文献都将 “信任赤字”与 “互不信任” “信任缺失”

或 “信任流失”等概念相互混淆，因而对其成因的分析基本只局限于探讨东

亚国家间信任/不信任的影响因素，而相对忽略了信任与合作之间的互动关

系及其对 “信任赤字”的影响。其二，也正是因为缺乏信任与合作互动的分

析框架，大部分文献都局限于对东亚 “信任赤字”问题的静态分析，对其历

史演变过程和严重程度上的微妙变化都缺乏足够关注与深入阐释。其三，信

任本身是包含了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的 “综合变量”，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

“信任赤字”问题也是诸多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大部分文献都倾向

于选择 “片面而深刻”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来阐释这一问题，从而也在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其解释力。

鉴于此，本文在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引入信任与合作互动

的分析框架，并采取历史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中 “信任赤字”的演变过程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展开更为系统全面的讨论，以

期为破解这一问题提供更多线索。

三、“信任赤字”：概念界定与理论辨析

（一）“信任赤字”的定义与判断标准

本文认为，“信任赤字”与 “互不信任”“互信缺失”“互信流失”等概

念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主要是针对合作而言，而不仅仅意指国家间的信任

状况或信任程度的变化。因此，若要理解 “信任赤字”，首先需明确信任与

区域经济合作的定义，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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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杨扬：《东亚区域合作的症结与出路》，载 《长白学刊》2008 年第 3 期，第 30～34 页；刘昌

明、杨慧：《社会网络视角下的东亚国家间信任建构：理论框架与信任建构》，第 1 0～1 1 页；宋超：
《略论地区文化与东亚地区合作的关系》，载 《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7 年第 1 期，
第 2 3～26 页。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暂不全部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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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信任主要是指国家在外部环境存在不确定性和自身能力存在局

限性的条件下，为了趋利而对其他国家能力和/或意图形成的一种积极心理

预期；不信任则是同等条件下，国家为了避害而对其他国家能力和/或意图

形成的一种消极心理预期。根据信任来源、形成难度、维持成本、稳定程度

等方面的差异，本文将国家间信任划分为理性信任、过程信任、制度信任和

道德信任四种基本类型。它们反映了信任的四种不同来源，也分别代表了信

任的不同层次和水平。随着信任层次的提高，信任形成的难度更大、耗时更

长，但形成后的维持成本更低，稳定性也更强。①

本文中，合作主要是指国家为了追求共同利益/目标而自愿进行政策调

整和利益协调的行为、状态和过程。② 区域经济合作则是指某个特定区域内，
由国家推动的、旨在通过建立和发展双边或多边区域合作机制来促进地区和

平与发展、提升民众福利水平，并以实现区域一体化为共同目标的实践、状

态和过程。③ 根据形成难度、合作方式、稳定程度、成员融合程度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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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信任与不信任的定义、内涵，以及理性信任、过程信任和制度信任等主要信任类型，
笔者已在其他文章中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辨析，在此不再赘述。参见蒋芳菲、王玉主：《中美互信

流失原因再探———基于对中美信任模式与互动过程的考察》，载 《太平洋学报》201 9 年第 1 2 期，第

1 5～30 页。道德信任是一种深入至道德文化层面的一般信任/系统信任，主要包含三层涵义：一是国

家能够基于对自身发展前景的自信与乐观而自然对彼此产生一种持续的 “安全感”和 “信任感”；二

是各国基于亲缘性或同质性而习惯于将彼此之间的信任理解为一种 “道德承诺”；三是国家通过对共

享道德规范的内化，愿意通过自我督促、主动承担国际责任来提升对前景的控制感和对其他成员的

正 面 预 期。 参 见 Eric M.Uslaner，The Moral Foundation of Tru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1 7-23；郑也夫： 《信任论》，第 24～25 页；尹继武： 《文化与国际信

任———基于东亚信任形成的比较分析》，载 《外交评论》201 1 年第 4 期，第 2 1～39 页。

Joseph Grieco，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Europe，America and Non-Tariff Barriers to
Trad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 9 90，p.22.

区域一体化主要是指特定区域从部分整合为整体的状态和过程，其理想愿景是域内成员之

间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层次、多维度的 “整体性融合”，形成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和

谐共生、共同发展的 “命运共同体”。参见 Ioannis Lianos and Okeoghene Odudu，“Introduction”，in
Ioannis Lianos and Okeoghene Odudu eds.，Regulating Trade in Service s in the EU and the WTO：

Trust，Distrust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 1 2，pp.1-5；
刘重力等：《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 20 1 7 年版，第 2 页；宋玉华等：《开
放的地区主义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商务印书馆 200 1 年版，第 2 3～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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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本文将区域经济合作大致划分为直接互惠、① 间接互惠、② 群体选择

性互惠、③ 群体普遍性互惠④四种主要合作机制。区域经济合作的阶段性进

展分别以这四种不同层次合作机制的建立为主要标志。然而，区域经济合作

进程的发展并不是高层次合作机制替代低层次合作机制的过程，而是各成员

通过建立和维持更高层次的合作机制，使其与低层次合作机制之间像 “俄罗

斯套娃”一样相互嵌套、彼此促进、协同进化，不断激发域内成员之间形成

更紧密的合作关系，达到更高的合作水平，最终实现区域一体化的过程。
假设不同层次合作机制的建立需以不同层次信任类型的形成为基本前

提，那么，“信任赤字”则可以理解为 “合作中信任供不应求的状态”。⑤ 因

此，衡量国家之间是否存在 “信任赤字”的标准，不仅仅是看它们之间是否

存在信任或信任程度的高低，还需看它们之间的合作状况，尤其是看信任层

次与合作层次之间是否存在落差。一般而言，如果域内国家在推进落实既有

区域合作协议、计划或项目时，出现内部分歧加剧、合力减弱、经济成本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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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直接互惠是 “你帮助我，我也帮助你”，双方都能从合作中直接受益的互惠关系。参见

Robert L.Trivers，“The Evolution of Reciprocal Altruism”，The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Vol.46，No.1，1 9 7 1，pp.35-57；Martin A.Nowak，“Five Rules for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Science，Vol.3 14，Issue 5 805，2006，pp.1 5 60-1 5 6 3。
间接互惠是 “我帮助你，就会有其他人来帮助我”，行为体能够从彼此的合作中间接受益的

互惠关 系。参 见 Martin.A.Nowak and K.Sigmund，“Evolution of Indirect Reciprocity”，Nature，

Vol.43 7，No.706 3，2005，pp.12 9 1-1 2 98。
群体选择性互惠是一种 “各成员都属于某个共同的群体，为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共同付出，

并从整个群体的生存和发展中长期获益”的互惠关系。参见马丁·诺瓦克、罗杰·海菲尔德：《超级

合作者》，龙志勇、魏巍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 1 3 年版，第 1 1 3～1 1 8 页。
群体普遍性互惠是群体内所有成员都形成了互尊互信、互爱互助，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惠关系。参见 Thomas Pfeiffer et al.，“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by Generalized
Reciprocity”，Biological Science s，Vol.272，No.1 5 68，2005，pp.1 1 1 5-1 1 20。

本文对 “信任赤字”的定义和阐释基于一个前提假设，即 “信任是区域经济合作建立和发

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尽管目前学界对于信任与合作的关系仍存在争议，但笔者倾向于认为，在宏观

层面，不同层次合作机制的实现需以相应层次信任类型的形成为基本前提；在不同历史时期，国家

之间的信任层次与主导信任类型决定了它们之间的主要合作模式与整体合作状态。笔者将在其他著

述中详 细 论 证 这 一 观 点。关 于 信 任 在 合 作 中 的 必 要 性 参 见 Jack Barbalet，“Social Emotions：

Confidence，Trust and Loyalty”， International J ournal of Socio logy and Social Policy，Vol.1 6，

No.9/10，1 9 9 6，pp.75～ 96；Brian C.Rathbun，Trust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Domestic Politic s and American Multilate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 1 2，pp.1-7；Diego Gambetta， “Can We Trust Trust？”，pp.21 7-22 9；刘昌明、
杨慧：《社会网络视角下的东亚国家间信任建构：理论框架与信任建构》，第 1 页；杨扬：《社会学视

角下的国际关系信任理论———兼析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互信》，第 3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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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政治阻力加大等问题，或是成员之间长期难以达成或落实新的、更高层

次的合作构想、倡议、协议等，都可视为 “信任赤字”凸显的外在表现。

图 1 “信任赤字”分析框架图

说明： 表示形成特定水平合作机制需满足的必要条件； 表示 “信任赤字”

的六种基本情形； 表示 “信任盈余”（也共有六种基本情形，本文暂不展开讨论）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二）“信任赤字”的肇因与主要影响因素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 “信任赤字”问题通常可能源于两方面原因

（见图 2）。一是合作中对信任的需求过高/增加。在国家之间信任水平整体不

高或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如果它们主观期望或客观需要进一步深化、拓展合

作，建立更高水平的合作机制，那么可能会引发或加剧高水平合作预期与低

水平信任状态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新的合作难以达成。二是合作中的信任

供给不足/减少。在国家间整体合作水平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如果它们之间

的信任关系或形成信任的部分条件遭到严重破坏，那么可能会导致信任层次

整体出现下降，合作中的信任供给显著减少，进而增加维持现有合作水平的

难度和成本。当然，如果这两方面因素同时出现恶化，甚至产生 “叠加效

应”，那么 “信任赤字”问题则会加速恶化并更加凸显。
据此，我们可以对区域经济合作中 “信任赤字”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逐

级分层，并构建层次分析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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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层 原因层 因素层

区域经济合作

中的

“信任赤字”

1. 信任需求

过高/增加

主观 （1）合作目标设置过高

客观 （2）外部威胁/内部风险加剧

2.信任供给

不足/减少

理性信任

（1）域内国家对彼此的生存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2）域内国家之间缺乏共同利益/目标

（3）域内国家不具备履约能力，政策行为缺乏自由度和可

预测性

过程信任

（1）域内国家的政策行为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

（2）域内国家对彼此缺乏熟悉度、亲密度和善意认知

（3）地区信任网络中缺乏值得信任的主导力量

制度信任

（1）域内缺乏值得信任的国际制度规范和相对稳定的信任

文化

（2）域内信任网络缺乏清晰明确的边界

（3）域内国家法律制度缺乏相似性或兼容性

道德信任

（1）域内国家对自身发展与区域合作前景缺乏信心

（2）域内国家社会文化难以相融，难以形成共有价值观念

（3）域内国家与域外国家相互敌对，难以共存于同一国际

信任网络

3.耦合项
内因

（1）域内各国对域外势力的不对称依赖

（2）域内大国迅速崛起

外因 （3）霸权国实施不利于域内国家间合作的区域政策

图 2 “信任赤字”影响因素层次分析结构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1.需求端

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根据地区实际状况设置适宜的、分层次的阶段

性合作目标，设计清晰、明确的路线图，使域内各国形成与信任水平相匹配

的、相对稳定的合作预期，是确保合作能够稳步推进的重要保障。尤其是在

合作初期，合理设置合作目标与有效管理合作预期不仅有助于各成员明确合

作方向与路径，也有利于使它们在不断实现预期利益/目标的过程中增进共

识、提升互信、形成合力。因此，从需求端来看，可能引发区域经济合作中

“信任赤字”问题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主要成员因为主观预期过高而主

动设置了与成员间实际信任水平脱节的合作目标；二是主要成员因为外部威

胁/内部风险加剧而产生了建立更高层次合作机制的客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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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给端

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中，国家间信任的建立不是不可能的，但也

是有条件的。由于国家对彼此能力和意图的预期会随着国内外客观环境与决

策者主观认知的变化而调整，且容易受到各国在国际重大危机、冲突或关键

事件中的行为选择及其后果的影响，因而国家间信任的形成和变化具有显著

的阶段性特征。在不同历史阶段，主要成员之间能否形成不同层次的信任类

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之间是否具备形成该信任类型的基本前提条

件。若其中部分条件长期缺失或遭到严重破坏，则可能导致主要成员之间的

信任层次长期难以提高或在某一阶段出现急剧下降，进而引发 “信任赤字”

问题。例如，若域内国家对彼此的生存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或严重缺乏共

同利益基础与履约能力，那么它们之间往往很难形成理性信任。① 若域内缺

乏值得信任的主导力量来协调各方利益、整合地区信任网络，各国无法在长

期互动中提升对彼此的熟悉度、亲密度和善意感知，那么，它们之间往往也

难以形成过程信任。② 若域内长期缺乏值得信任的制度规范和相对稳定的信

任文化，地区信任网络无法形成较为清晰明确的边界，那么，域内成员之间

往往难以形成制度信任。③ 若域内各国对本国和区域合作的发展前景严重缺

乏信心，社会文化难以相融，难以形成共有道德观念和身份认同，那么它们

之间往往也难以形成道德信任。④

3.耦合项

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域内成员对域外成员的不对称依赖程度、域内权力

结构的稳定性，以及霸权国的政策支持程度不仅会影响成员间信任的形成和

—57—

①

②

③

④

蒋芳菲、王玉主：《中美互信流失原因再探————基于对中美信任模式与互动过程的考察》，
第 1 9 页。

王绍光、刘欣：《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载 《社会学研究》2002 年第 3 期，第 23～
39 页。

Jon Elster，“Social Norms and Economic Theory”，J 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s，Vol.
3，No.4，1989，pp.99-117；Karen Cook and Russell Hardin，“Norms of Cooperativeness and Networks
of Trust”，in Michael Hechter and Karl-Dieter Opp eds.，Social Norms，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0 1，pp.327-347；青木昌彦：《制度经济学入门》，彭金辉、雷艳红译，中信出版集团

20 1 7 年版，第 2 6～28 页；彼得·什托姆普卡： 《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程胜利译，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1 60～184 页；郑也夫：《信任论》，第 24、94 页。
尹继武：《文化与国际信任———基于东亚信任形成的比较分析》，第 2 1～3 9 页；刘昌明、杨

慧：《社会网络视角下的东亚国家间信任建构：理论框架与信任建构》，第 9～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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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也可能影响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信任需求。因此，从耦合项来看，容易

引起需求端与供给端同时恶化的因素主要有三个。
一是域内各国对域外势力 （国家或群体）的不对称依赖。一方面，如果

域内各国对域外势力的不对称依赖程度远远超过它们对彼此的相互依赖程

度，那么它们之间信任的形成和变化，以及地区信任网络、信任文化的发展

都很容易受到域外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对域外势力的过度不对称依赖也

可能大大增加域内成员在抵御域外风险上的脆弱性，从而增加它们对区域合

作的客观需求。
二是域内大国的迅速崛起。一方面，域内大国的迅速崛起及其引起的地

区经济结构与权力分配变化可能会动摇或破坏域内成员之间的既有信任基

础，引起各成员政策行为的调整和它们之间互动过程的变化，从而导致域内

各国构建信任的客观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另一方面，域内大国的迅速崛起也

可能使国际和地区局势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从而增加区域合作

中的信任需求。
三是霸权国实施不利于域内国家间合作的区域政策。一方面，如果霸权

国对特定区域实施不利于成员之间合作的制度安排和区域政策，不仅会阻碍

域内信任网络的形成和发展，破坏地区内制度信任与道德信任的形成，也会

对各成员的政策行为和互动过程产生一定的负面示范效应。① 另一方面，霸

权国的区域政策也可能大大增加区域成员面临的外部风险，增强域内国家

“抱团取暖”、共同抵御外部威胁的合作预期。
（三）对 “信任赤字”影响因素的权重分析

从前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可能引起区域经济合作中 “信任赤字”问题的

影响因素众多。且对于不同区域，或同一区域的不同历史时期来说，导致

“信任赤字”的主要原因和影响因素可能也并不相同。那么，在特定历史时

期的特定区域，不同影响因素是否存在相对权重差异？ 如何判断哪个 （些）
因素的影响最大？ 由于信任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内隐性，且影响 “信任赤

字”的因素大多难以量化，很难在同一个标准下进行相互比较，因此，为了

判断特定时期、特定区域内主要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本文认为可在历史

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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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大学出版社 20 1 5 年版，第 3 7～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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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分析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最早于 20 世纪 70 年

代由美国匹兹堡大学萨蒂 （Thomas L.Saaty ）教授提出。该方法主要适用

于涉及多个不同因素，且各因素定量数据信息较少的复杂决策问题。该方法

的核心是将一个复杂的多指标决策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将其逐层分解为不同

的组成因素，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分析结构模型，然后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综

合相关专家学者的经验和看法，用数学方法将不同观点进一步客观化、科学

化，计算出层次单排序 （权数）和总排序，进而确定不同因素的相对重要程

度。① 具体而言，该方法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操作步骤：

1.构建层级关系。一般可根据需要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因素层、指标

层、方案层等。根据图 2，本文构建的层级关系主要包括目标层、原因层、

因素层三个层次。

2.建立各层级的成对比较矩阵。通过对同一层级中不同因素进行两两比

较，构建矩阵 A 。如果某一层中有 n 个因素，则 X x 1，x 2，…，xn{ } 表示该层

中 n 个因素分别对上层目标因素的影响大小；a ij 表示因素 x i 相对于 x j 对上

层目标因素的重要程度 （具体数值见表 1）。

表 1 相对判断矩阵数值表

标度 含义

1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具有同样重要性

3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稍微重要

5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明显重要

7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强烈重要

9 表示两个因素相比，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极端重要

2，4，6.8 上述两相邻判断的中值

倒数 因素 i 与 j 的比较为 a ij ，则因 j 与 i 的比较为 a ji=1/a ij

3.层次单排序及矩阵一致性检验。需确保矩阵A 具有正互反矩阵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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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层次分析法及其具体操作参见郭金玉、张炳江： 《层次分析法及其应用案例》，电子工

业出版社 20 1 4 年版；许树柏：《实用决策方法：层次分析法原理》，天津大学出版社 1 9 88 年版；陈

明灼：《新时期中美能源安全保障机制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20 年

6 月，第 1 9 6～1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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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满足一致性的要求。检验一致性的公式为 CR= CIRI
，其中 CI=

λmax -n
n - 1

（λmax

为矩阵A 的最大特征值）；RI 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具体数值参见表 2）。

若 CR=0，则表示矩阵 A 有完全的一致性；若 CR＜0.1，则表示矩阵 A 的

不一致性仍在允许范围内，即矩阵A 通过一致性检验；若 CR＞0.1，则表示

矩阵 A 未通过一致性检验，且 CR 越大，其一致性越差。

表 2 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数值表

n 1 2 3 4 5 6 7 8 9 1 0 1 1

RI 0 0 0.58 0.9 1.12 1.24 1.32 1.41 1.45 1.49 1.5 1

4.层次总排序及一致性检验。为了计算某一层次所有因素对决策问题的

相对重要程度，还需进行层次总排序，并对矩阵 A 的一致性进行检验。检验

层次总排序一致性的公式为：CR总=
∑
m

j =1
a jCI j

∑
m

j =1
a jRI j

。若 CR 总＜0.1，则表示通过

层次总排序一致性检验。

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 “信任赤字”及其原因分析

（一）东亚 “信任赤字”问题的历史演变

本文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形成和演变大致划分为萌芽期、兴起期、发

展期、滞缓期和剧变期五个主要历史阶段。① 纵观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区域经

济合作史，“信任赤字”问题实际上长期存在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各个阶

段，但其具体表现和严重程度在不同阶段仍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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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历史阶段划分，目前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大部分研究倾向于以

1 9 9 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作为两个主要分水岭；也有研究强调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并将 1 9 6 7 年东盟的成立、1989 年亚太经合组织的成立等作为东亚区域经济合

作进程的重要里程碑。为了更细致地展现东亚 “信任赤字”的历史演变过程，本文将东亚区域经济

合作划分为五个历史阶段，并将 20 1 7 年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也作为其中一个重要转折点。参见刘重

力等：《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研究》，第 45 页；张蕴岭：《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对东亚合作

的研究、参与和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 1 5 年版，第 6～14、21 8 页；蒋芳菲：《“特朗普冲

击”下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挑战与应对》，载 《经济论坛》201 9 年第 1 1 期，第 5 2～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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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萌芽期 （196 7～1 989）：C3—T1
冷战初期，分属于美苏两大阵营的东亚国家之间几乎处于相互敌对、互

不信任的状态。① 在这一背景下，尽管日本和部分东南亚国家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便萌发了区域经济合作的构想，并开始了一些推动区域合作的尝试，
但都未能成功建立稳定的合作机制。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东盟的成立，以及中美、中日和部

分东盟国家之间双边关系的改善和信任关系的建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逐渐

从酝酿开始走向萌芽。作为经济实力最强的成员，日本开始通过贸易、投资

和货币 “三位一体”战术在东亚推行 “雁型模式”，期望能够建立一个相对

封闭的区域经济集团，并取代美国成为东亚地区的 “市场提供者”和区域合

作中的主导力量。② 这是二战结束以来东亚成员首次尝试主导建立将西方国

家排除在外的群体选择性互惠合作机制。
然而，这一时期东亚国家间主导的信任类型是基于共同经济利益而初步

形成的理性信任，仍严重缺失建立过程信任和制度信任的基本条件。一是在

美苏两极格局下，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仍比较恶劣，地区信任网络、国际贸

易制度以及各国国内法律制度体系都很不健全，难以基于长期制度安排形成

相对稳定的信任文化。二是大部分东亚国家与日本重建互信与合作关系不

久，尽管它们对日本的经济实力有一定积极预期，但二战中被日本侵略的惨

痛经历使它们对日本仍高度缺乏亲密度和善意感知，对日本推销 “雁型模

式”的行为也充满了防范和抵触心理。③ 这也是为什么日本自 20 世纪 70 年

代开始大力推行 “赔偿外交”，积极采取各种手段改善自身在东亚地区的国

际声誉。④ 三是这一时期东亚地区对外贸易具有 “进口靠日本、出口靠美国”
的重要特征，且日本自身在经济和军事上对美国存在双重不对称依赖，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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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乔万尼·阿瑞吉、滨下武志、马克·塞尔登： 《东亚国际体系与东亚的崛起》，载王正毅、
迈尔斯·卡勒、高木诚一郎主编：《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制度建设、安全合作与经济

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 1 页。
郑京淑、李佳：《“后雁型模式”与东亚贸易结构的变化》，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

年第 2 期，第 6～1 1 页。

Sueo Sudo，The Fukuda Doctrine and ASEAN：New Dimensions in J apane se Foreign
Policy，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 9 9 2，p.1 58；Nicholas Tarling，Southeast
Asia and the Great Powers，Abingdon，Oxon：Routledge，20 1 0，p.1 1 1；季玲： 《国际关系中的情

感与身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 1 5 年版，第 1 43 页。
乔林生：《日本对外政策与东盟》，人民出版社 200 6 年版，第 48～5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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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仍存在较大局限性，所以日本很难取代美国成为地区信任网络中的主导

力量。①

因此，日本这一尝试不仅注定难以成功，反而还加剧了其他成员对日本

能力和意图上的负面预期，使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 “信任

赤字”。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随着美国开始加大对日经济打压力度，日

本在区域经济结构中 “领头雁”的作用开始显著下降，东亚各国对日本经济

实力上的积极预期也变得更加不足。② 直至冷战结束，日本始终未能推动东

亚各国建立正式的多边制度性合作，遑论以日本为中心的区域经济集团。

2.兴起期 （1989～1 9 9 7）：C3—T1+T2
1 9 90 年 1 2 月，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访华期间提出东盟和中日

韩合作建立 “东亚经济集团” （EAEG）的构想，并建议由马来西亚出面组

织，日本发挥主导作用，中国发挥重要作用，该构想得到了中方的积极支持

与肯定。③ 类似于欧洲和北美地区的经济集团，EAEG 也是一个具有相对封

闭性、排他性和内部互惠性的区域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这一构想既是

东亚成员之间信任程度阶段性提升的一个 “副产品”，也源于马哈蒂尔对欧

洲和北美区域一体化迅速发展可能对东亚带来一系列挑战的敏锐感知，以及

对东亚发展模式过于依赖外部市场的担忧和反思。④ 这也是继日本后，东亚

成员第二次尝试建立将美国排除在外的群体选择性互惠机制。
然而，在这一时期，尽管东亚各国之间的理性信任和区域意识已得到显

著增强，并初步具备形成过程信任的基本条件，但与建立 EAEG 所需要的信

任水平之间仍有较大落差。一是后冷战初期，美国在国际贸易体系和日渐成

形的东亚地区信任网络中都处于主导地位，东亚成员对美国经济的不对称依

赖程度远远高于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仅东亚地区信任网络边界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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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金辅耀：《关于太平洋经济共同体的探讨》，载 《国际问题研究》1983 年第 2 期，第 52～56 页。
江瑞平：《东亚合作与中日关系的互动：困局与对策》，载 《外交评论》2014 年第 5 期，第 1～

1 8 页。
黄大慧：《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的成效及挑战》，载 《人民论坛》2020 年第 4 期，第 1 1 8～

1 2 1 页。

Takashi Terda，“Constructing an ‘East Asian’Concept and Growing Regional Identity：From
EAEC to ASEAN+3”，The Pacific Review，Vol.1 6，No.2，2003，pp.25 5-25 7；Eero Palmujoki，

Regionalism and Globalism in Southeast Asia，New York：Palgrave，200 1，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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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各成员在制度规范、身份认同等方面形成的地区共识亦十分有限。①

二是日本经济泡沫已然破灭，东盟内部凝聚力仍严重不足，它们都远不具备

将美国排除在外，并对内协调各方利益、主导区域合作的能力。三是随着部

分东亚国家相继加入亚太经合组织 （APEC），它们对美国及其主导的亚太区

域合作前景仍有较高的积极预期，这也导致 EAEG 对东亚成员的吸引力相对

有限。
在这一背景下，东亚区域合作中的 “信任赤字”再次凸显，EAEG 构想

很快便因美国的强烈反对、日韩的消极态度，以及东盟内部分歧难消而不了

了之。② 即便 EAEG 后来被更名为 “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以凸出

其自愿合作、平等开放、非歧视和非排他性质，也仍然无疾而终。

3.发展期 （199 7～2008）：C4—T1+T2
1 9 9 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在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的提议下，“东亚展望

小组”（EAVG）成立，并开始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未来进行研究。2001
年，EAVG 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定为建立 “东亚共同体”，并建议将

“10+3”领导人会议演变为 1 3 国平等参加的东亚峰会，与东亚自贸区

（EAFTA）和东亚金融合作机制共同组成构建 “东亚共同体”的三大支柱。③

“10+3”领导人会议对 EAVG 的建议表示一致认可，并最终决定于 2005 年

召开首届东亚峰会。④

从本质上来看，“东亚共同体”构想是一种包括东盟十国、中国、日本、
韩国共 1 3 个成员在内的群体普遍性互惠合作机制。该构想的提出既是亚洲

金融危机后东亚国家间互信得以显著提升的结果，也是东亚地区主义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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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刘昌明、杨慧：《社会网络视角下的东亚国家间信任建构：理论框架与信任建构》，第 1 0～
1 2 页。

Richard Stubbs，“ASEAN Plus Three：Emerging East Asian Regionalism？”，Asian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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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Pacific”，in Andrew Mack and John Ravenhill eds.，Pacific Cooperation：Building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Boulder：Westview Press，1 9 9 5，pp.98-12 9.

Rodolfo.C.Severino，Southeast Asian in Search of an ASEAN Community，Singapore：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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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8 th ASEAN + 3 Summit，Vientiane，ASEAN Secretari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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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的表现。① 然而，尽管这一时期东亚成员之间的理性信任和过程信任都

已显著增强，也初步具备形成制度信任和道德信任的部分条件，但与构建群

体普遍性互惠机制所需要的信任水平仍差距过大。一是东亚各国社会文化的

亲缘性尚不足，法律制度的相容性仍不强，能够促使它们对彼此产生持续性

信任感和认同感的制度规范和共有观念都十分有限。这也是为何各成员对于

“东亚共同体”的性质、范围等都有截然不同的解读，对实现路径的看法也

出现了较大分歧。② 二是成员间合作仍高度依赖外部市场，东亚信任网络的

内部凝聚力和资源供给能力仍严重不足。加上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对本

国经济安全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信心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它们能够为建

设 “东亚共同体”而承担的信任风险、合作成本与国际责任实际都较为有

限。三是这一时期中日因历史等问题而恶性互动不断增加，这不仅限制了双

方的亲密度和对彼此善意感知的提升，增强了彼此的威胁感知和防范心理，
也对地区信任网络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较大阻碍。③

因此，对于此时的东亚成员来说， “东亚共同体”构想仍过于远大而模

糊，建设 “东亚共同体”之路也注定曲折而艰辛。④ 在建设 “东亚共同体”
和筹备东亚峰会的过程中，不仅区域合作中的 “信任赤字”问题再次凸显，
成员之间的互信也开始不断流失。一方面，为了防范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扩

大，日本突然要求在 “10+6”的框架下邀请澳大利亚、印度和新西兰加入

东亚峰会，从而与坚持 “10+3”架构的中、韩、东盟国家之间产生了较大

分歧。⑤ 另一方面，出于对自身主导地位和 “东盟+”制度架构的维护，东

盟坚持作为一个整体参与东亚峰会，并建议将其与 “10+3”领导人会议并

行。在各方妥协下，首届东亚峰会最终以 “10+3+3”的框架形式如期举

行，但其性质、目标定位、成员设定等都与最初设想有很大差异，也并未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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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承担起构建 “东亚共同体”的任务。① 此后， “东亚共同体”概念日益弱

化，各成员对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信心和积极性都明显下降，合力明显减

弱，对其发展方向与主要架构也变得更加迷茫。②

4.滞缓期 （2008～201 7）：C3—T1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高调宣布 “重返亚太”并加入泛太平洋战

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TPP）谈判，东盟也有四个成员国相继成为 TPP 成

员。在这一背景下，东盟于 20 1 1 年提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概念，希望在整合现有五个 “东盟+”自贸协定 （FTA）的基础上，主导签

订涵盖东盟十国、中、日、韩、澳、新、印 1 6 个成员国的全面性、一揽子

贸易与投资协议合作框架。③ 本质上，RCEP 是东盟在 “10+6”框架下主导

建立群体选择性互惠的一次新尝试。这既是东盟积极应对地区局势变化、探

索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的表现，也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正式从 “10+3”
向 “10+6”变轨的分水岭。

然而，由于这一时期内东亚地区多个层面的信任基础都相继遭到破坏，
成员之间的信任层次开始出现明显下降，因而并不具备在 “10+6”基础上

建立群体选择性互惠的基本条件。一是随着东亚安全局势更趋紧张，中国与

其他地区成员之间的领土争端不断激化，恶性互动不断增加，它们对彼此的

敌意和防范心理显著增加，亲密度和善意认知显著降低，政策行为也开始出

现明显转向。二是在地区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 “小马拉大车”模式的弊

端日益凸显，东盟在地区信任网络中的主导地位不断下降，越来越难以承担

引领东亚区域合作深化发展的重任。三是在 TPP 与 RCEP 并行竞争的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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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格局下，印度等新成员的加入、美国对区域合作机制的 “工具化”利

用，以及日本等成员在不同群体中的 “骑墙”行为都使得东亚地区信任网络

变得更加松散，边界变得更加模糊，共识更加难以凝聚，系统性信任基础也

变得更加薄弱。

因此，尽管各成员普遍表示看好 RCEP 的广阔前景，并多次表达了早日

达成协议的期望，但它们在实际谈判中合力明显不足，始终分歧难消，从而

导致 RCEP 谈判进程严重滞缓。直至 20 1 5 年 1 0 月，各成员才真正开始就货

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核心领域展开实质性磋商，这也意味着 20 1 5 年

结束谈判的原计划早已化为泡影。① 截至 20 1 7 年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前，

RCEP 谈判的任务完成度甚至都不到一半。

5.剧变期 （201 7 年至今）：C3—T1
20 1 7 年以来，在 “特朗普冲击”、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中美战略竞争加

剧、俄乌冲突爆发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东亚地区局势乃至整个国际政治经

济秩序开始发生一系列更加快速而微妙的变化。

在这一时期，东亚主要成员并未提出新的合作倡议/构想，对彼此之间

潜藏利益的重视程度也有一定提升，但东亚 “信任赤字”问题仍因成员间各

个层面信任基础的全面削弱而变得更加严峻。一方面，随着全球金融危机、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不断 “渗入”，各国国内社会分裂、

发展困境和政治舆论压力不断 “外溢”，各成员对本国发展和区域合作前景

的信心都流失愈发严重，紧张焦虑情绪与日俱增。② 另一方面，在疫情持续

蔓延、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俄乌冲突持续胶着的背景下，国际和地区安全形

势更加恶化，域内成员对彼此的防范心理进一步加深，在制度规范、身份认

同等方面的分歧进一步加大，在互动中表达善意、守信履约的能力受到了更

大的抑制，地区信任网络也因此变得更加撕裂、脆弱和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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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方面，东亚成员对于早日达成 RCEP、增强域内合作、共同抵

御外部风险、维护多边国际贸易体系的愿望和决心变得更加强烈。① 自 20 1 7
年年底开始，RCEP 谈判进程明显加速，一年之内谈判任务完成度便迅速提

升至接近 80%。② 2020 年 1 1 月，各成员正式签署协议，这也意味着历经 8
年 “马拉松”式谈判的 RCEP 终于修成正果。但另一方面，主要成员在区域

经济合作中的合力进一步减弱，分歧进一步加剧，维持既有合作水平的成本

和难度也进一步增加。201 9 年 1 1 月，印度在 RCEP 谈判接近尾声之际突然

宣布 “退群”，并公开表达了对 RCEP 及其成员的强烈不满。③ 这不仅给

RCEP 的发展前景带来了更大不确定性，也从侧面反映了印度与中国、东盟

等东亚主要成员之间的互信不足。④ 2022 年 5 月，RCEP 刚生效不久，拜登

政府又宣布启动旨在孤立中国、架空 RCEP 的 “印太经济框架” （IPEF），
且 1 1 个 RCEP 成员国和印度都已作为初始成员国加入 IPEF 谈判。尽管

IPEF 的前景尚不明朗，但随着其谈判进程的推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或将

日益面临发展方向和路径选择上的 “双重不确定性”。
（二）东亚 “信任赤字”问题的成因与主要影响因素

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 “信任赤字”的历史演变过程可以看出，这一问

题的长期存在和日益凸显是东亚地区信任需求较高和信任供给不足两方面因

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信任 “需求端”来看，东亚主要成员对区域经济

合作的主观预期常常与成员之间的实际信任水平脱节，这不仅容易增加各国

在互动过程中的误解和分歧，也增加了它们因预期失败而信任流失的风险。

从信任 “供给端”来看，东亚成员之间的信任类型一直都是以理性信任为

主、过程信任为辅，地区内系统性信任基础长期严重不足，成员间信任关系

普遍脆弱性和不稳定性较强，因此不仅维持和增强互信的成本较高，也很难

在集体行动中显著提升对彼此意图的正面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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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在不同历史阶段，导致东亚 “信任赤字”问题的主要因素有

所差异，但本文认为，缺乏合适的目标设置、非传统安全的频繁冲击、成员

自我脆弱性预期普遍较高、地区内缺乏值得信任的主导力量和制度规范、域

内成员对美国的长期不对称依赖、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美国亚太战略调整是导

致这一问题长期存在并日益加剧的几个最主要影响因素 （见图 3）。

图 3 东亚 “信任赤字”影响因素层次分析结构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1.缺乏合适的目标设置

首先，从需求端来看，东亚主要成员常常设置与成员间实际信任水平脱

节的合作目标，这是导致东亚区域合作中信任需求长期过高、 “信任赤字”
长期存在的主要因素之一。

一方面，“雁型模式”“东亚经济集团”“东亚共同体”等目标都表现出

了东亚主要成员过于急切地希望建立以自我为中心、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区域

经济合作模式的期望。然而，由于它们对国家间信任缺乏足够重视，兼顾和

关切其他成员利益的意识不强、意愿不足，也过高地估计了自身的能力可信

赖性，结果不仅引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对，也增加了其他成员的疑虑和排斥心

理，从而导致合作难以成功。
另一方面，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东亚成员之间的信任已加速流失，

但它们不仅没有及时修复互信，反而设置了在更大范围内、达成更高水平的

RCEP 这一合作目标。这不仅扩大了成员间信任水平与合作目标之间的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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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也进一步增加了其弥合这一鸿沟的成本与难度。这也是为什么 RCEP 谈

判推进得十分艰辛，各成员都越来越认识到整合五个 “东盟+1”FTA 甚至

比重新建立一个合作机制的难度还大。①

2.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频繁冲击

从需求端来看，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频繁冲击和东亚国家自身风险应对能

力的相对不足，也是造成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信任需求长期较高的主要因素

之一。
冷战结束以来，由于东亚各国频频遭到金融危机、自然灾害和新冠肺炎

疫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严重冲击，区域治理体系和各国经济发展都面临严

峻考验，加上欧洲和北美区域一体化发展对东亚各国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
东亚各国也因此更希望通过与其他成员 “抱团取暖”来确保个体的生存和发

展。例如，EAEG 和 “东亚共同体”的提出都包含了东亚成员希望共同应对

欧美经济集团/金融危机的成分。RCEP 的提出也包含了东盟希望团结各成

员共同抵御金融危机冲击和 TPP 威胁的诉求，其签署更是体现了各成员共

同应对 “特朗普冲击”和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维护多边国际

贸易体系的愿望。

3.东亚成员自我脆弱性预期普遍较高

从供给端来看，东亚各国的自我脆弱性预期普遍较高，很难在互动中显

著提升对彼此的亲密度与善意认知。这是导致东亚成员间信任关系脆弱性

强、稳定性弱，并难以显著增强过程信任的主要因素之一。
其一，东亚地区曾饱受西方殖民统治和日本侵略之苦，并经历了美苏冷

战以及持续不断的外部势力干预。这些历史创伤以及域内各国对待历史的态

度分歧，导致各国都对国家自主性高度敏感，且对其他国家可能扩大的地区

影响力或干预本国政策的行为十分警惕。②

其二，冷战结束后，尽管东亚安全环境整体有所改善，但悬而未决的领

土争端、朝核问题、台湾问题等使得地区安全局势一直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和不稳定性。因此，东亚各国对自身生存安全普遍存在较大忧虑，在对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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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中承担信任风险的意愿也十分有限。
其三，东亚各国在全球产业链中长期处于相对劣势地位，且域内各国资

源禀赋状况不一，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国内政治社会也日益分裂。① 这

使得各成员都面临较大的国内政治舆论压力，在对外交往中信任他国和值得

他国信任的能力也都相对不足。
因此，尽管东亚各国能够在共同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建立和维持信任关

系，并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积累一些良性互动和对彼此的好感，但

它们因自我安全感严重不足和自我脆弱性预期普遍较高，而一直在对外交往

中存在较多不能触碰的敏感点或红线。一旦其他成员在互动中有意或无意触

及某些敏感点或红线，它们便很容易对对方产生敌意，甚至可能因反应过激

而破坏互信。这不仅增加了东亚各国之间维持和增强过程信任的难度与成

本，也制约了地区内信任层次的整体提升。

4.缺乏值得信任的主导力量

从供给端来看，东亚地区信任网络缺乏能力和意图都值得信任的主导力

量，这也是导致东亚地区信任网络脆弱性强、稳定性弱、内部凝聚力严重不

足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萌芽期，日本一直最具备引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客观能力和主观意

愿。但历史积怨、“雁型模式”的弊端、日本与美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深度

捆绑、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以及日本争夺区域主导权的雄心等因素加剧了

其他成员对其能力和意图可信赖性的质疑，从而导致日本始终未能成为引领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导力量。②

随着冷战的结束，东亚成员一度将引领区域经济合作的希望寄托在霸权

国美国身上。但从两次金融危机后美国的政策行为可以看出，美国既没有推

进东亚区域一体化的意图，也缺乏为此承担更多责任的意愿；既不允许一个

没有美国参与的东亚经济区存在，也不能容忍其他地区大国发挥主导性作

用。这种心态和立场也导致其他成员对美国的意图可信赖性疑虑难消。
尽管东盟相对实力较弱，但中日等地区大国反而认为东盟是比其他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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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吴志成、李佳轩：《全球信任赤字治理的中国视角》，载 《政治学研究》2020 年第 6 期，第

24～36 页。
刘重力、王小洁：《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之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载 《南开学报 （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4 期，第 44～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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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信任的主导力量。① 1 9 9 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在协调大国间利

益、搭建区域合作平台、增强成员间互信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然而，近年来，由于东盟内部凝聚力和对大国的影响力严重不足、对 “中心

地位”极力维护，以及 “东盟方式”的缺陷日益凸显，其他成员对东盟的能

力和意图可信赖性都变得更加质疑和不满。②

基于日益强大的经济力量和负责任的大国态度，中国在区域和世界经济

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从而成为目前最有潜力引领区域合作的成

员。然而，尽管其他成员已显著提升对中国能力可信赖性的积极预期，但中

美战略竞争、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因素使其他成员对中国的意图可信赖性

仍存在较大疑虑，从而制约了它们对中国成为地区主导力量的信任与支持。

5.缺乏值得信任的国际制度规范

从供给端来看，东亚地区长期缺乏值得信任的国际制度规范，域内各国

在建立、维持、增强互信方面缺乏足够的内部激励与外部保障，这是导致东

亚地区始终难以形成制度信任、系统性信任基础长期严重不足的主要根源

之一。
一方面，美国主导建立的一系列多边国际制度规则歧视性较强、公平性

较弱，大部分东亚国家的权益都很难得到真正保障。这不仅大大制约了它们

对美国和既有国际制度规则的信任，也激发了各国的经济民族主义情绪和对

多边国际制度的工具化利用倾向。③ 这也是为什么东亚成员既希望利用美国

主导的多边国际制度发展本国经济，又积极寻求摆脱不公平制度规则的

束缚。
另一方面，美国对东亚地区经济与安全二元分离的制度安排为美国及其

亚太盟友 “骑墙”提供了便利，并使东亚在这种制度安排的长期影响下逐渐

形成了以资本和权力共同主导的信任文化，从而导致其他非美国盟国既重视

地区成员之间共同的经济利益，又对地区权力分配变化高度敏感，且担心被

美国及其亚太盟友背叛。长此以往，域内成员在理性与感性之间变得日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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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翟崑：《小马拉大车？ ———对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地位作用的再认识》，载 《外交评论》2009
年第 2 期，第 9～1 5 页。

周士新：《东盟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中心地位评析》，载 《国际问题研究》201 6 年第 6 期，
第 2 9～42 页。

范斯聪：《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困境与出路———国际比较的视角》，人民出版社 20 1 5 年版，第

1 1 6～1 1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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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在信任与不信任之间更加模糊不定，因此很难在身份认同、价值观念等

方面不断增进共识。

在这一背景下，以非正式性、包容性、协商一致、共识建立等为核心的

“东盟方式”逐渐成为东亚各成员所普遍接受和认可的行为规范。① 在很大程

度上，“东盟方式”不仅继承了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等既有国际规范，也

较为符合东亚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政治安全诉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各国在对外交往中的不安全感，从而对东亚成员在互动中增强互信、形

成共有观念和更加一致的行为模式有一定的激励作用。② 然而，“东盟方式”

仍不足以帮助各成员建立制度信任，甚至还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一方面，
“东盟方式”通过将困难问题延迟解决或暂时封存来缓解成员之间的冲突和

分歧，这既没有真正解决成员之间的争端，也难以对各成员行为形成足够的

约束力，因此很难抑制或惩罚个别成员的背叛或 “骑墙”行为，并减少其负

面影响。③ 另一方面，“东盟方式”主要是过程导向而非结果导向，在重大问

题上的协调效率较低，从而导致其推进合作进程的行动较为缓慢，在重大危

机或突发性事件中的动员能力和利益协调能力也十分有限。④

6.主要成员对美国的双重不对称依赖

从耦合项来看，域内成员在经济和安全上对美国的双重不对称依赖是导

致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信任供需矛盾长期难以调和的最主要根源之一。

一方面，对美国经济上的不对称依赖是东亚各国之间得以建立并长期维

持信任关系的重要基础，但也是导致它们之间信任关系脆弱性强、稳定性弱

的重要原因。⑤ 在二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美国是几乎所有东亚国家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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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Sueo Sudo，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J apan and Southeast Asia：Forging a New
Regionalism，London：Routledge，2002，p.1 5.

Amitav Acharya，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Security Community’or
‘Defense Community’？”，Pacific Affairs，Vol.64，No.2，1 9 9 1，p.1 62.

Shaun Narine，“ASEAN and ARF：The Limits of the ‘ASEAN Way’”，Asian Survey，Vol.
37，No.10，1 9 9 7，p.964.

江帆：《制度变迁视角下 “东盟方式”的演变及其原因》，载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 8 年

第 2 期，第 6 3～77 页。
李向阳：《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非传统收益》，载 《国际经济评论》2005 年第 5 期，第 26～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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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最大出口市场 （之一），① 地区内生产—消费循环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美国这一最终产品消费市场。② 因此，东亚成员在生产环节的分工协作

是它们之间理性信任的主要来源，但也使它们容易因为国际分工体系或东亚

生产网络的调整而动摇信任基础，破坏互信关系。

另一方面，日、韩等成员长期以来对美国军事上的不对称依赖不仅为美

国影响其内政外交、干预区域合作进程都提供了便利，也使东亚区域经济合

作长期处于 “封闭性”与 “开放性”之间的失衡状态。③ 美国的频繁干预使

主要成员不断产生增强东亚地区自主性与内部互惠性、建立相对封闭的区域

经济合作架构的主观期望。但对美国的双重不对称依赖又导致它们不得不在

实践中奉行 “开放的地区主义”，确保区域经济合作的模式和进程都符合美

国的价值和利益，否则就会因为美国的反对或搅局而失败。④ 长此以往，这

种封闭性与开放性之间、信任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和张力使得东亚各国

在 “东亚”“亚太”，乃至 “印太”之间变得越来越撕裂，成员身份与地区

信任网络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区域合作中的信任供需矛盾也越来越难以

调和。

7.中国崛起

从耦合项来看，中国的迅速崛起是导致近年来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 “信
任赤字”日益凸显的主要内部因素。

其一，中国崛起所引起的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动摇了东亚成员之间既有的

理性信任基础。在东亚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和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下，中

国与其他成员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主要集中于生产领域，东亚内部贸易也以中

间品贸易为主。但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经济转型升级不仅使其在生产领域竞争

力显著增强，也使其逐渐成为最有可能替代美国、重塑区域产业链、提供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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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Institutions for Regional Integration：Toward an Asian Economic Community， Asian
Development Bank，20 1 1，p.33.

沈铭辉：《“一带一路”、贸易成本与新型国际发展合作———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条件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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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消费市场的国家，从而导致东亚地区基于既有国际分工体系建立起来的理

性信任出现了明显动摇。①

其二，中国崛起引起的域内权力分配变化大大增加了东亚成员之间维持

和增强互信的成本与难度。一方面，随着中国与其他成员之间相互依赖关系

的非对称性进一步扩大，中国与其他成员之间巨大的背叛成本差异，大大增

强了其他成员的安全焦虑和自我脆弱性预期，也抑制了它们在区域合作中承

担更多信任风险的意愿。② 另一方面，中国在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综合

实力的不断增强对日本和东盟争夺区域合作主导权造成了更大阻力，从而也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它们的不满情绪。③

其三，中国崛起可能会引起地区安全局势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调

整。④ 这些不确定性的显著增加也提升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信任需求，
使各成员客观上需要进一步增强互信以将合作中更多的不确定性确定化。

8.美国亚太战略调整

从耦合项来看，美国亚太战略正日益朝着不利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深化

发展的方向调整，这是导致近年来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信任供需矛盾不断加

剧、合作进程严重受阻的主要外部因素。
其一，奥巴马政府 “重返亚太”后的亚太战略调整加速了成员之间的互

信流失，并削弱了东亚地区本就薄弱的系统性信任基础。一方面，奥巴马政

府加强亚太军事部署、高调介入南海争端等举措加剧了中国对美国的威胁认

知和对其他成员的防范心理，也增加了部分成员对中国的威胁感知和采取投

机行为的动机，从而导致成员间的恶性互动显著增加，信任水平急剧下降。⑤

另一方面，美国利用 TPP 对冲中国影响力等行为，不仅加剧了东亚区域经

—29—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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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nie S.Glaser and Gregory Poling，“Vanishing Borders in the South China Sea”，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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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ik Cheng-Chwee，“Opening a Strategic Pandora’s Jar？ US-China Uncertainties and the
Three Wandering Genies in Southeast Asia”.

李淑俊、倪世雄、张义凤：《美国亚太自由贸易协定与东亚区域安全———基于军事冲突的视

角》，载 《教学与研究》2014 年第 1 1 期，第 5～1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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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合作中的主导权之争，凸显了东盟和 “东盟方式”的缺陷和不足，也严重

阻碍了东亚地区信任网络边界的形成，削弱了东亚内部凝聚力和成员间的相

互认同，从而对地区内系统性信任的形成造成了更大阻力。
其二，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战略调整不仅进一步破坏了地区内各个层面的

信任基础，也增加了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信任需求，从而引发了更为严重的

“叠加效应”。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单边退出 TPP、强势挑起对华 “贸易战”、
大肆宣扬 “印太”概念以及对东亚各国设置贸易壁垒等行为，不仅严重破坏

了国际贸易制度的权威性与区域合作机制的有效性，也导致地区供应链结构

和国际分工体系面临重大调整，中美关系、地区安全局势和世界经济发展状

况急剧恶化，地区内多个层面的信任基础都遭到严重破坏。① 另一方面，在

“特朗普冲击”下，各国经济发展、东亚国际格局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

确定性、不稳定性骤增，主要成员对于增强区域合作、减少外部风险的主观

预期和客观需求都显著提升。
其三，拜登政府基本继承和发展了特朗普政府的 “印太战略”，不仅进

一步加强了全面对华战略竞争，还企图通过 IPEF 架空 RCEP，逼迫其他成

员与中国经济技术 “脱钩”。② 这不仅进一步加速了国际分工体系和地区供应

链的裂化，加剧了东亚和东盟内部分裂，也对东亚国家之间的信任关系和地

区信任网络造成了更加严重的破坏，使国际社会和地区内各个层面的信任基

础都变得更加薄弱。随着东亚成员之间的互信进一步流失，东亚区域经济合

作或将进入较长一段时期的 “调整期”。
（三）对东亚 “信任赤字”影响因素的权重分析

那么，对现阶段的东亚地区来说，在 “信任赤字”问题的众多影响因素

中，究竟哪个 （些）因素的影响最大呢？ 为了进一步挖掘不同影响因素的相

对权重，笔者特地向东亚各国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研究/谈判/实践的专家

学者，以及政府部门的决策者和工作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并运用层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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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① 具体操作如下：

1.根据图 4，本文将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 ‘信任赤字’”定为目标

层 （L1），“信任需求过高、信任供给不足、耦合项”定为原因层 （L2），八

个主要影响因素定为因素层 （L3）。

2.基于对调查结果的整理统计，建立各层级的成对比较矩阵如下：

A =

1 1
2

1
3

2 1 2
3

3 3
2 1

㊣

㊣

㊣
㊣
㊣
㊣
㊣
㊣
㊣

㊣

㊣

㊣
㊣
㊣
㊣
㊣
㊣
㊣

矩阵 A 表示 L2 层相对于 L1 层的重要程度，其排序依次为：信任需求

过高、信任供给不足、耦合项。

C 1 =
1 5

3
3
5 1

㊣

㊣

㊣
㊣
㊣
㊣

㊣

㊣

㊣
㊣
㊣
㊣

矩阵 C 1 表示 L3 层中不同因素相对于 L2 层 “信任需求过高”的重要程

度，其排序依次为：“缺乏合适的目标设置”“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频繁冲击”。

C 2 =

1 1 6
7

1 1 6
7

7
6

7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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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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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矩阵 C 2 表示 L3 层中不同因素相对于 L2 层 “信任供给不足”的重要程

度，其排序依次为：“东亚各国自我脆弱性预期普遍较高”“缺乏值得信任的

主导力量”“缺乏值得信任的国际制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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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共发出 5 0 份问卷，截至 2022 年 6 月，共收到了 3 7 份调查结果。调查对象主要分布在

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老挝、越南、菲律宾等东盟成员国的

智库、高校、外交部、商务部、财政部，以及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东盟秘书处、联合国亚洲及

太平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机构。为避免某一国调查对象的意见对结果影响过大的情况发生，笔者

在进行问卷调查时也尽量兼顾了国别之间的大致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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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 C 3 表示 L3 层中不同因素相对于 L2 层 “耦合项”的重要程度，其

排序依次为：“主要成员对美国的双重不对称依赖”“中国崛起”“美国亚太

战略调整”。

3.如果矩阵 A 和Ci（i = 1，2，3）的最大特征值依次为λa 和λci，对应的特

征向量分别为：m = m1，m2，m3( )T 和wi（i = 1，2，3），经过归一化处理后可得

M= M1，M2，M3( )T 和Wi （i=1，2，3），其中 Mi= mi
∑
3

i=1
mi
i=1，2，3( )，

Wi 亦可同理计算后得出。有鉴于此，笔者对各层级权重，以及矩阵单层级

排序一致性验证结果如下：
（1）λa = 3 ，归化后的特征向量 M= （0.1 6 6 7，0.3333，0.5000），其

一致性比例 CR=0，通过层次单排序一致性检验。
（2）λc 1= 2 ，归化后的特征向量W1= （0.6250，0.3750），其一致性比

例 CR=0，通过层次单排序一致性检验。
（3）λc 2= 3 ，归化后的特征向量W2= （0.31 58，0.31 58，0.3684），其

一致性比例 CR=0，通过层次单排序一致性检验。
（4）λc 3= 3 ，归化后的特征向量W3= （0.29 1 7，0.3333，0.3750），其

一致性比例 CR=0，通过层次单排序一致性检验。

4.根据总排序公式 CR总=
∑
m

j =1
a jCI j

∑
m

j =1
a jRI j

，CR总=0，通过总排序一致性检验。

根据计算结果，在 L2 层中， “耦合项”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 “信任赤

字”的影响最大；其次是 “信任供给不足”；“信任需求过高”的影响最小。在

L3 层，“美国亚太战略调整”“中国崛起”“主要成员对美国的双重不对称依

赖”这三个因素的影响最大；其次是 “缺乏值得信任的国际制度规范”“各国

自我脆弱性预期普遍较高”“缺乏值得信任的主导力量”和 “缺乏合适的目标

设置”；“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频繁冲击”的影响最小 （见图 4、5）。

—59—



 □ 当代亚太 

图 4 不同维度因素对东亚 “信任赤字”的影响权重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问卷调查结果计算整理得出

图 5 各因素对东亚 “信任赤字”的影响权重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问卷调查结果计算整理得出

五、结 语

如果信任问题研究是一棵年逾古稀却依然枝繁叶茂的大树，那么 “信任

赤字”便是这棵树上日益夺目的一缕新枝。尽管目前学界对 “信任赤字”的

理解和阐释仍比较模糊和混乱，但这也意味着关于 “信任赤字”问题的理论

和政策研究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本文尝试在合作的情景下对 “信任赤字”
定义进行了明确界定，初步构建了关于阐释 “信任赤字”及其成因的理论分

析框架，并尝试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 “信任赤字”问题的影响

因素及其权重差异进行了分析，从而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

视角，也可为决策者提高解决方案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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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表明，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 “信任赤字”并不是 “互
不信任”或 “互信缺失”的代名词，也不仅仅意味着 “信任破坏”或 “信任

流失”，而是意指合作中信任供不应求的状态。本文的研究还表明，“信任赤

字”并不是一个常量，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信任需求过高/增加或信

任供给不足/降低都可能引发 “信任赤字”。因此，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不仅

在于促进国家间信任的建立、增强和修复，更在于努力寻求合作中信任供给

与信任需求之间的动态平衡，尽力弥合国家间信任水平与合作水平之间的鸿

沟，使国家之间形成 “通过更多成功的合作实践维持和增强互信，并通过不

断提升信任层次、夯实信任关系来促进合作机制协同进化”的良性循环。
从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东亚成员之间并不是一直 “互不信任”，但不

同程度的 “信任赤字”却长期存在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各个历史发展阶

段，且近年来具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这不仅阻碍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深

化发展，也制约了成员之间信任关系的稳定发展与信任水平的稳步提升。究

其根源，这是东亚地区长期以来信任需求较高和信任供给不足两方面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应归咎于缺乏合适的目标设置、缺乏值得信任的制度规范，
以及主要成员对美国的双重不对称依赖等一系列因素的长期影响，尤其是近

年来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和中国迅速崛起所引起的 “叠加效应”。
鉴于本文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及笔者能力和水平有限，本文仍存在诸多不

足之处。笔者认为，在本文的基础上，未来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改进、
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一是本文对 “信任赤字”问题的分析所暗含的一个前

提条件是 “合作的建立与进化都离不开信任，不同层次合作机制的建立需以

相应层次信任的形成为基本前提”。尽管有不少学者论证了信任对于合作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但不同信任类型的形成条件、信任与合作之间的复杂关系

及其作用机制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和探讨。二是受样本采集渠道的

影响，本文定量分析的样本数量仍相对较少。未来可在丰富和拓展样本采集

渠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样本数量，并对受访对象进行阶段性跟踪回访，就

不同历史阶段内各影响因素的相对权重进行比较分析。三是本文的研究虽为

破解东亚 “信任赤字”问题提供了一些思路和线索，但未能提供切实可行的

解决方案与政策建议。因此，东亚各国究竟应如何破解 “信任赤字”，在减

少耦合性因素的负面影响、提高信任供给、降低信任需求等方面取得实效和

突破，仍有待国内外学界同仁共同开展更加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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